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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家庭环境中的主要传播
途径

雷浩 1，肖胜蓝 2，张楠 3，魏健健 4*，金滔 4

摘要 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研究了 1个 3人家庭环境中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

在COVID-19传播中的作用。研究表明，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在COVID-19传播中起着最重

要的作用。和患者交流时保持 1.5~2 m的空间距离对控制飞沫传播至关重要，洗手和保护环

境表面清洁是控制接触传播的最有效手段。虽然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风险相对较小，但当

患者呼出飞沫中病原体浓度较高时（患者可能为超级感染者），在家庭环境中 24 h暴露下，气

溶胶传播风险依然可以高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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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将其命名

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自从

2019年 12月 8日第 1例 COVID-19患者确诊以

来[1] ，截至 2020年 6月 19日，中国已经累计确诊

COVID-19感染 84940人，累计死亡 4645人[2] 。作

为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目前认为经呼吸道的飞沫和

接触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3]，可能存在粪-口、气

溶胶和母婴传播风险[3]。不同传播途径的防控措

施不同，因此探索各传播途径在不同环境中的相对

重要性以及不同防控措施的效果，对制定具有针对

性的COVID-19预防控制措施至关重要。

通过对中国近千例聚集性病例分析发现，83%
的聚集性病例以家庭为单位[3]。同时文献综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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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庭环境中 COVID-19传播风险是其他环境下

传播风险的 10倍[4]。因此探索家庭环境中不同传

播途径的相对重要性对家庭环境中 COVID-19的
精准防控具有重要应用价值。此前有研究构建模

型分别探究了流感在家庭环境和不同传播路径的

相对重要性[5-6]，以及飞机上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和诺如病毒不同传播途径的相对重要

性[7]。最新的研究表明COVID-19不同传播路径在

不同环境下的相对重要性不同[8]。本研究考虑到家

庭环境是COVID-19高传播风险区域，因此基于家

庭环境中人之间接触的特点，构建数学模型，探索

家庭环境中 COVID-19不同传播途径的相对重要

性以及不同措施在COVID-19防控中的效果。

1 COVID-19传播模型

1.1 研究环境概述

2019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3.00人/户[9],
因此假设 1个 3口之家组成为：父母和 1个子女。

考虑到在中国，COVID-19患者主要为成年人[3]，因

此假设该 3口之家中父母其中 1人为COVID-19患
者。同时研究表明性别对 COVID-19易感性没有

差别[3]，因此假设该家庭中，父亲为 COVID-19患
者，其子女性别为男。由于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都

处于居家隔离状态，为了简化条件，不考虑可能的

访客或者亲戚朋友。该家庭环境假设为 1个 100
m2的三居室，层高为 3 m，因此整个家庭空间体积

为300 m3。

1.2 SARS-CoV-2传播途径定义

研究不考虑粪-口传播以及母婴传播风险，因

此假设 SARS-CoV-2主要有以下 3种传播途径：飞

沫传播，接触传播（直接和间接接触）和气溶胶传

播。图 1是 3种传播途径的示意图[13]。飞沫传播指

患者通过打喷嚏、咳嗽、说话和呼吸等产生的飞沫，

通过被易感者吸入呼吸道，或者黏附在易感者的黏

膜（眼睛、鼻孔、嘴唇）引起的感染[10]。被吸入的飞

沫的半径一般介于 5~50 μm[11]。半径大于 50 μm
的飞沫主要黏附于易感者的黏膜，这些大飞沫移动

最大水平距离一般为 1.5~2 m[12]。接触传播分为直

接接触传播和间接接触传播 2种，直接接触指通过

和患者的直接皮肤接触（如握手）导致的传播；间接

接触传播指易感者通过接触被患者污染的环境表

面导致的传播。气溶胶传播也称为空气传播，这是

因为患者呼出的带有 SARS-Cov-2的飞沫中有很

多小粒径，这些小粒径的颗粒蒸发后如果半径小于

5 μm，它们就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久，并随着气流

运动到很远距离，从而造成气溶胶传播。

1.3 气溶胶传播模型

假设 t时刻空气中粒径为 r的飞沫核的浓度是

Ca ( )r, t ，易感者在室内暴露时间为 Ta，那么在暴露

时间Ta，易感者的暴露计量可以通过式（1）计算

Da = ∫0Ta ∫0rapCa ( )r, t 43 πr3L ( r0, t )drdt （1）
式中，ra为可以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的飞沫最大半

径；p为肺呼吸率；r0为飞沫呼出时的最初半径，假

设蒸发后的飞沫核半径 r = r0 /3[12]；L ( )r0,t 为最初半

径为 r0的飞沫在呼出时间 t后其中有活性的病原体

的浓度。

飞沫中有活性的病原体的浓度随呼出时间变

化而变化。研究表明，病原体在飞沫的蒸发过程快

速死亡[13]。对于半径小于 5 μm的飞沫来说，其从

呼出到蒸发成飞沫核的时间小于 0.1 s[13]。因此假

设蒸发后，飞沫中有活性的病原体浓度为最初的

25%[13]。

空气中半径为 r的飞沫核的浓度 Ca ( )r, t 由式

（2）计算：

图1 SARS-CoV-2通过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

和接触传播示意

79



科技导报2021，39（9）www.kjdb.org

d[ ]Ca ( )r, t L ( )r0, t
dt = Gi ( )r0 L ( )r0, 0 -

( )q + ba + kr2 VCa ( )r, t L ( )r0, t （2）
式中，L ( )r0,0 为半径为 r0的飞沫中冠状病毒的浓

度；q为房间换气次数；ba为气溶胶中冠状病毒的

死亡率；V为房间体积；kr2为量化空气中粒径为 r的

飞沫在水平环境表面的沉积率，考虑到垂直表面飞

沫沉积率相对较小，故不考虑飞沫在垂直表面的沉

积；Gi ( )r0 为患者呼出的半径为 r0的飞沫的速率，假

设患者每小时呼出飞沫的总量为Nd，呼出飞沫的粒

径分布为 f ( r0 )，那么Gi ( )r0 = Nd f ( r0 )。
研究表明飞沫粒径分布一般是右倾的，假设呼出

的飞沫的最大半径为rc=2000 μm[11]，采用以下分布：

f ( )r0 =
ì

í

î

ï
ï
ï
ï

0.71f1 ( )2r0 + 0.29f2 ( )2r0
∫02000[ ]0.71f1 ( )2r0 + 0.29f2 ( )2r0 dr

, r0 < 2000 μm

0 , r0 > 2000 μm
（3）

式中，f1 ( )r0 和 f2 ( )r0 为 2个对数正态分布，其几何

均数和几何标准差分别为9.8、9μm，160、1.7 μm[7]。

在稳态下
d[ ]Ca ( )r,t L ( )r0,t

dt = 0，有
Ca ( )r,t L ( )r0,t = Gi ( )r0 L ( )r0,0 [ ]( )q + ba + kr2 V

（4）
1.4 飞沫传播模型

对于飞沫传播，主要通过以下 2种途径：（1）
对于半径介于5~50 μm的飞沫，其可以被易感者吸

入，并沉积在上呼吸道；（2）对于大粒径的飞沫其

主要黏附在易感者眼睛嘴唇等黏膜。假设患者呼

出的飞沫运动轨迹形成图2所示射流[14]。假设咳嗽

时，射流形成的圆锥体角度为α，1个人黏膜面积为

Am，在距离患者水平距离为S处（S≤ 2 m），飞沫中所

含病毒浓度为

Cd ( )r, t L ( )r0, t = Gi ( )r0 L ( )r0,0 pπ ( )S∙ tan α2
2
（5）

假设易感者在飞沫传播中暴露时间为Td，那么

通过吸入导致的暴露剂量为

Ddi = ∫0Td ∫5rbpCd ( )r,t L ( )r0,t 43 πr3drdt （6）
式中，rb为可吸入的飞沫的最大半径；L ( )r0, t 为最

初粒径为 r0的飞沫在呼出时间 t后其中有活性的病

原体的浓度。

对于粒径小于 10 μm的小飞沫，其在还没有被

易感者吸入的时候都已经蒸发完全了，因此

L ( )r0,t =0.25L ( )r0,0 ，但对于大飞沫，其被易感者吸

入的时候可能还未完全蒸发。因此 L ( )r0,t 由其蒸

发时间和被易感者吸入时间决定。假设最初粒径

为 r0的飞沫运动到距离患者水平距离为 S处的易

感者所需时间为 tm ( s)，其蒸发时间为 te ( r0 )。假设

L ( )r0,t = {L ( )r0,0 , tm ( s) < te ( r0 )
0.25L ( )r0,0 , tm ( s) ≥ te ( r0 ) （7）

根据对Xie等[15]研究数据的拟合，假设初始粒

径为 r0的飞沫完全蒸发所需时间 te ( r0 )=7×10-4r02。
Tm ( s) = s/Vm，其中Vm为飞沫呼出后的运动速度。

通过喷射到黏膜上的导致的暴露计量为

Dds = ∫0Td ∫5rc /2 43 πr3AmCd ( )r,t L ( )r0,t drdt （8）
1.5 接触传播模型

COVID-19患者的呼吸活动可产生大量的含

图2 理想情况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通过飞沫传播射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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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飞沫。在大粒径的飞沫沉降过程中，部分黏

附在患者的手上。当患者与易感者握手或触摸表

面时，病毒在表面和手之间传播。如果易感者用被

病毒污染的手指触摸眼、鼻和嘴上黏膜，可能造成

感染。病毒沉降到感染者手上的速率Ss为

Ss = ApAd ∫51000Nd f ( r0 )L ( )r0,0 4
3 πr0 3 dr0 （9）

式中，Ap和 Ad分别为手和大粒径飞沫沉降范围的

面积。

在稳态下，患者手上病毒量
-n ip维持平衡，即单

位时间内病毒沉降到感染者手上的量等于病毒自

然死亡的量，则

-n ip = Ss
ηnp

（10）
式中，ηnp为病毒在手上的自然死亡速率。

假设患者与易感者触摸环境表面的频率为

cp,s，握手的频率为 cp,p，则易感者手上和第 k个环境

表面上病毒量np ( )t 和nsk ( )t 满足

dnp ( t )
dt =∑

k = 1

2
cp,sαsk,p

Acps
As
nsk ( )t + cp,pαp,p AcppAp

-n ip -

( )∑
k = 1

2
cp,sαp,sk

Acps
Ap

+ cp,pαp,p
Acpp
Ap

+ ηnp np ( t ) （11）
dnsk ( t )
dt = cp,sαp,sk AcpsAp [ ]np ( )t + -n lp -

( )2cp,sαsk,p AcpsAs + ηnsk nsk ( t ), k = 1, 2 （12）
式中，αp,sk，αsk,p和αp,p分别为病毒从手到第 k个环境

表面、从第 k个表面到手以及从手到手的传播效

率；As为环境表面的面积；Acps和 Acpp分别为手触摸

环境表面时和手接触手的接触面积；而ηnsk为病毒

在第 k个环境表面上的自然死亡速率。假设洗手

和清洁表面按一定频率在一些时间点上进行，其中

洗手的频率为 rp，洗手效率为 ηp，清洁表面的频率

为 rs，表面清洁的效率为ηs。

在暴露时间 T内,易感者的暴露剂量可以通过

式（13）计算

D f = ∫0T cp,mαp,m A fAp np ( t )dt （13）
式中，cp,m为易感者触摸黏膜的频率；αp,m为病毒从

手到黏膜的传播效率；而A f为手指的面积。

1.6 感染风险评估

采用dose-response模型来评估患病风险，在暴

露剂量为D的情况下，其患病风险为

P = 1 - e-ηD （14）
式中，η为感染系数。

迄今还没有相关研究来量化 SARS-CoV-2在
不同部位的感染能力，假设 SARS-CoV-2在黏膜上

的感染系数和 SARS相同，为 ηm=3.2×10-3/mRNA
copy。其在下呼吸道的感染系数假设分为以下2种
情形：（1）在下呼吸道的感染系数和在黏膜上相同，

为η lr=3.2×10-3/mRNA copy。（2）和流感类似，新冠肺

炎病毒在下呼吸道具有更高的感染能力，为 η lr=1/
mRNA copy。分别分析这2种情形下新冠病毒不同

传播途径的感染风险。

1.7 参数选择

表 1汇总了本文模型中所用参数，参数解释说

明以及参数值的来源。

2 不同传播途径的相对重要性以及

不同防控措施效果

2.1 家庭环境中SARS-CoV-2不同传播途径的

相对重要性

首先模拟 1 d的时间内，SARS-CoV-2通过各

个途径传播的感染风险以及总风险。假设 1 d中
处于飞沫暴露的时间（即面对面交流时间）为 0.5
h，易感者和患者的水平距离为 1 m。在不同病毒

浓度下，不同传播途径的易感者感染概率如表 2所
示。当 SARS-CoV-2在黏膜上和在下呼吸道的感

染系数相同时，发现气溶胶传播风险相对于飞沫传

播和接触传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SARS-CoV-2主
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2种途径传播，且2种途径感

染风险接近。当SARS-CoV-2在下呼吸道的感染系

数是在黏膜上的 300倍时，通过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大幅增加，但仍小于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进一步分析不同防控措施对控制 SARS-CoV-
2传播的作用。基线设置为L=106 mRNA cop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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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风对气溶胶传播的影响

分析不同通风条件下，易感者通过气溶胶途径

感染COVID-19的风险，如图 3所示。研究发现，随

着换气率从 0.5次/ h增加到 5次/h，在 24 h暴露时

间，易感者通过气溶胶途径感染 SARS-Cov-2的概

率从 3.7%降低为 1.3%。虽然在本文基线情况下，

在不同换气率情况下，SARS-Cov-2通过气溶胶传

播的风险都很低，增加换气次数对COVID-19的通

过气溶胶传播途径似乎不重要。但当 SARS-Cov-
2在飞沫中的浓度高达 107 mRNA copy/mL时，随着

换气率从 0.5次/h增加到 5次/h，易感者通过气溶胶

途径感染病毒的概率从32%显著降低为12%。

表1 模型参数

参数

Ta
Td
ra
rb
rc
ba
α

V

k

q

Vm
p

L ( r0,0 )
cp,s
cp,p
cp,m
ηp
ηs
αp,s1
αp,s2
αp,m
αp,p
αs1,p
αs2,p
As
Ap
Ad
Acps
Acpp
A f
ηns1
ηns2
ηnp
am

参数含义

气溶胶传播暴露时间

飞沫传播暴露时间

气溶胶途径传播的飞沫最大半径

可吸入的飞沫的最大半径

吸出的飞沫的最大半径

新冠肺炎病毒在空气中的死亡率

射流形成的圆锥体角度为

房间体积

飞沫在水平环境表面的沉积率系数

房间换气次数

飞沫呼出后的运动速度

肺呼吸率

半径为 r0的飞沫呼出时有活性的病原体的浓度

人们触摸环境表面的频率

人们握手频率

易感者触摸黏膜的频率

易感者洗手的清洁效率

表面的清洁效率

病毒从手到孔隙表面（表面1）的传播效率

病毒从手到非孔隙表面（表面2）的传播效率

病毒从手到黏膜的传播效率

病毒从手到手的传播效率

病毒从孔隙表面（表面1）到手的传播效率

病毒从非孔隙表面（表面2）到手的传播效率

环境表面面积

手掌面积

大粒径飞沫沉降范围面积

手触摸表面时的接触面积

手触摸手时的接触面积

手指面积

病毒在孔隙表面（表面1）上自然死亡速率

病毒在非孔隙表面（表面2）上自然死亡速率

病毒在手上自然死亡速率

病毒在黏膜上的感染系数

参数值

24 h
0.5 h
5μm
50 μm
2000 μm
0.22/h
0.52
300 m3

0.14/(h∙μm2)
1/h

0.1 m/s
0.48 m3/h

106 mRNA copies/mL（基线）

3/h
0.075/h
5/h
100%
100%
17%
14%
34%
17%
0.3%
37%

5000 cm2

140 cm2

7850 cm2

70 cm2

70 cm2

2 cm2

0.14/h
0.14/h
0.80/h

3.2×10-3/mRNA copy

文献

本文假设

本文假设

[11]
[11]
[7]
[16]
[7]

本文假设

[17]
[18]

本文假设

[19]
[20]

本文假设

[21]
[22]

本文假设

本文假设

[23]
[23]
[23]
[23]
[24]
[24]

本文假设

[25]
本文假设

本文假设

本文假设

[26]
本文假设

[27]
[2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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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患者距离对飞沫传播的影响

分析在离患者不同水平距离下，易感者通过飞

沫传播感染COVID-19的风险。结果如图 4所示，

表明离患者的水平距离远一些可以显著降低感染

风险。尤其是在 1 m距离以内，当易感者离患者的

水平距离从 0.2 m增加到 1 m时，感染风险从 100%
降低为 31%。继续增加离患者的水平距离可以继

续降低感染风险，当离患者的水平距离为 2 m时，

感染风险降低为9%。

2.4 洗手和清洗环境表面对接触传播的影响

分析了不同洗手和表面清洁频率条件下，易感

者通过接触传播途径感染 COVID-19的风险（图

5）。研究发现，洗手和清洁表面均能有效降低接触

传播感染概率。其中，随着洗手频率从 0增加到每

天 16次，易感者通过接触传播途径感染COVID-19
的感染概率匀速下降，从 23.9%降低为 11.2%。随

着清洁表面频率从 0增加到每天 8次，易感者通过

接触传播途径感染 COVID-19的感染概率下降速

度较快，从23.9%降低为12.4%，而当清洁表面频率

从每天 8次增加到每天16次，感染概率下降速度较

慢，从12.4%下降为10.9%。

3 讨论

研究表明，飞沫与接触传播是 SARS-CoV-2的
主要传播途径，这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表2 基线情况下不同飞沫中病毒浓度下的感染概率以及3条途径的作用

图3 不同换气次数情况下，易感者通过气溶胶

途径感染COVID-19风险

图4 离患者不同水平距离下，易感者通过飞沫

传播感染COVID-19的风险

感染系数

η lr = 1 /mRNA copy
ηm = 3.2 × 10-3 /mRNA copy

η lr = 3.2 × 10-3 /mRNA copy
ηm = 3.2 × 10-3 /mRNA copy

传播途径

气溶胶传播

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

总的感染概率

气溶胶传播

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

总的感染概率

吸入飞沫

飞沫喷射

吸入飞沫

飞沫喷射

感染风险（贡献比例）

105 mRNA
copy/mL

0.00（4.50%）
0.00（0.90%）
0.04（54.05%）
0.03（40.54%）

0.07
0.00（0.00%）
0.00（0.94%）
0.04（56.60%）
0.03（42.45%）

0.06

106 mRNA
copy/mL

0.03（5.15%）
0.01（1.03%）
0.31（52.83%）
0.24（40.99%）

0.49
0.00（0.00%）
0.01（1.08%）
0.31（55.70%）
0.24（43.22%）

0.48

107 mRNA
copy/mL

0.26（11.82%)
0.06（2.64%)
0.98（43.67%)
0.93（41.87%)

1
0.00（0.05%）
0.06（3.00%）
0.98（49.50%）
0.93（47.46%）

1

83



科技导报2021，39（9）www.kjdb.org

COVID-19诊疗方案内的观点一致。发表在《Na⁃
ture》杂志上的一份研究通过动物模型实验，调查

了 SARS-Cov-2在金色叙利亚仓鼠间的传播性，验

证了飞沫传播途径具有较高的效率[20]。SARS-
CoV-2在表面的自然死亡率低，例如 72 h后仍可在

塑料和不锈钢表面检测到具有活性的病毒[12]，增大

了接触传播的传播风险。

本研究指出，尽管气溶胶传播风险相对其他 2
条途径较小，但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

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其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如

表 1所示，当易感人群与患者在换气次数为 1ACH
的家庭环境里相处 1 d，且患者飞沫中病毒浓度较

高（107 mRNA copy/mL）时，易感人群通过气溶胶传

播感染 COVID-19的概率达到 26%。许多文献为

SARS-CoV-2的气溶胶传播提供了证据。首先，

COVID-19患者可产生含病毒的气溶胶。SARS-
CoV-2广泛存在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粪便及尿

液中[29]，因此患者的日常呼吸活动、医院内气管插

管等医疗操作和马桶冲水等均可产生大量含病毒

气溶胶。其次，SARS-CoV-2可在气溶胶中存活一

定时间。在武汉的医院及患者卫生间等环境空气

中可检测到 SARS-CoV-2[30]，并且在实验条件下，

SARS-CoV-2在气溶胶中可存活 3 h[16]。最后，含

SARS-CoV-2的气溶胶可到达靶组织并引起感染。

有研究发现 SARS-CoV-2受体ACE-2存在于呼吸

道中，且在支气管细胞等组织中表达[31]。

同时，提高通风率可显著降低气溶胶传播风

险。自 1957年起，香港葛量洪医院在结核病病房

采用自然通风系统，有效控制了病菌随空气远距离

传播[32]。在普通住宅中，可采用间歇开窗自然通风

或加强机械通风率，以降低气溶胶传播风险。对于

飞沫传播，增大社交距离是有效的控制措施。一份

研究运用数学模型估算了不同措施对控制新冠病

毒传播的影响，发现同时隔离、关闭学校和增大办

公人员社交距离，可减少 78%以上的病患[33]。提高

洗手和表面清洁频率有助于减小接触传播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疫情期间，人们应该经常性彻底

地清洁手部[34]。干净的手触摸有病毒的表面将被

再次污染，因此，表面清洁也同等重要[35]。

4 结论

自 2019年 12月 COVID-19暴发以来，迅速在

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给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

巨大危胁。通过构建数学模型，量化了家庭环境中

SARS-CoV-2通过不同途径传播的风险，并评估了

不同防控措施降低感染风险的效果，对疾控与卫生

部门进行 COVID-19疫情防控与决策具有理论指

导意义。

本研究具有 2个局限性。首先，由于相关文献

缺失，对模型中的关于 SARS-CoV-2的某些参数

（如病毒在手与表面间的传播率）基于其他病毒的

数据进行了估算。其次，由于家庭环境中人的行为

数据不够完善，对人的触摸行为进行了简化假设。

这些局限可能带来误差。因此，将来需要进一步进

行实验测量和触摸行为观测研究，以加深对新冠病

毒传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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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dominant transmission routes of COVID-19 in households

AbstractAbstract By June 19, 2020, there had been 84940 COVID-19 confirmed cases in China, in which 83% of the clustered
infections occurred within families. Thus, explor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different transmission routes is significant for
developing efficient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household. In this study, we build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degrees of importance of airborne, droplet and contact route in COVID-19 transmission in household environments. We find that
the droplet and contact routes play the dominant role in COVID-19 transmission in household. Keeping a 1.5-2 m distance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infector is the key intervention to control droplet transmission. Hand hygiene and surface cleaning
are significant for controlling contact transmission. The infection risk by airborne route is relatively small, however, when the
virus concentration in the droplets exhaled by the infector is high (possibly super-spreader), e. g. 107 mRNA copy/mL, the
infection risk via the airborne route can be as high as 26%.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s in household environments.
KeywordsKeywords SARS-CoV-2; droplet transmission; contact transmission; airborne transmission; relativeimportance; mathematical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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